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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乡村振兴、新型城镇化与生态 

环境协同发展测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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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大学 经济学院，沈阳 110036) 

【摘 要】：为分析我国乡村振兴、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协同高质量发展状况、分布动态、地区差异及演变趋

势，依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发展理念构建测度指标体系。文章采用熵权法计算指标权重建立测度模型，以中国 31个

省市 2009—2019 年为例进行实证分析；同时利用核密度分析、马尔可夫链模型及 Dagum 基尼系数分解等方法，深

入探究了各地同步发展水平的动态演进以及地区差异。实证结果表明，中国整体同步发展水平逐年提高，大部分地

区发展水平呈现逐年增长态势，个别地区在部分年份存在同步发展水平回落现象，同时区域内协同发展水平有收敛

趋势而区域间差距则逐渐增大。通过深入剖析我国整体及各大区域协同发展水平的动态演变趋势，为认识我国各地

区的协同发展水平演变提供了依据，为推进各大区域有针对性提升自身同步发展水平及不同区域间的同步发展，提

供了政策性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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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截至 2020 年末，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达 60%,超 8.5 亿人生活在城镇。高速城镇化使能源消耗强度增加、环境污染加

重、生态退化等，加剧了生态环境承载压力，已成为制约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因素[1][2]。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构建“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道路。2021 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要“把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一项重大任务，举全党全社会之力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自乡村振兴战略提出，两年多时间国内热度剧增，以“乡村振

兴”为篇名可检索到 33029 篇文章，然而以“乡村振兴、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为主题或篇名检索到篇数为 0,显示这三者之

间协同发展研究尚属空白。那么乡村振兴是否影响城镇化发展?新型城镇化是否阻碍乡村振兴?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是否加剧

生态环境恶化?三者能否协同推进发展?研究这些关乎中国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问题不仅具有重要理论意义，而且具有重要的实践

价值。 

关于乡村振兴、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三者之间关系的研究成果较少，但是任意两者之间关系的研究成果比较丰富。一是乡

村振兴是新型城镇化的基础和根本，新型城镇化是乡村振兴的延伸和发展，两者相互联系密不可分。新型城镇化以城乡统筹为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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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3],兼顾城乡一体产业互动、节约集约、生态宜居及协调发展为基本特色，乡村振兴又为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提供新的机遇。但

是，资源配置方式决定了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之间配置合理时则相互促进，相辅相成，反之则相互制约，相互冲突[4]。从要素

流动的角度来看，农村生产要素通过市场向收益率更高的城市转移，同时在国家政策指引下，城市的生产要素也要向农村地区流

动，使两者形成一个良性闭环，促进二者相互促进，相互转化[5]。然而，城镇化虽然提高了农村居民的收入，但同时也占用了农

村的生产要素，导致出现农村“空心化”问题[6],造成城乡融合发展区域分化现象较为严重[7],“三农问题”亟待解决。同时，部

分城镇自身实力不足，对周边农村区域辐射能力较弱，而且城乡间产业发展失衡问题一直制约了城镇和乡村的融合发展。因此，

应该注意城乡之间统筹规划，规避政策的“邻避效应”和“挤出效应”[8],使得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更好的协同发展。二是关

于城镇化与生态环境最初的理论是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说明环境污染和经济增长之间呈现出倒 U 型关系[9],随后利用“压力

—状态—响应”模型揭示了人类经济活动和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10]。城镇化对生态环境表现出一定的胁迫作用，城镇化进程中

无论是人口增加还是经济发展都会索取当地生态资源，反过来城镇化的发展也受到生态资源的约束
[12]

。但是，新型城镇化充分考

虑了与生态环境稳定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把生态环境的稳定纳入到评价指标体系，使得两者密不可分。新型城镇化通过对传统行

业的“倒逼效应”以及对高新技术产业的“选择效应”,促进企业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进而改善生态环境，同时利用环

境规制政策通过规模效应、价格效应对能源使用进行调控，促进节能减排以达到改善区域生态环境的目的[13]。因此，生态环境的

绿色健康发展是新型城镇化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条件，新型城镇化的良性稳定发展也为生态环境的持续改善打下了坚实基础，生

态环境的维护和改善既是新型城镇化的目标和动力，也是其内在理论支撑
[14]
。三是关于乡村振兴与生态环境方面，党的十八大报

告提出“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的国家战略。乡村振兴与生态环境之间关系的已有研究主要侧重理论内涵分析，强调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需要注重生态环境发展的重要性，乡村振兴虽然可促进农村经济发展但是对生态环境带来严峻挑战[15][16],所以

生态宜居是乡村振兴的关键和基础，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生态优先[17],构建以绿色发展为核心的引领机制[18]。四是实证研究方

面，已有研究成果大多都是选取一个省市或者某个区域作为研究对象，主要采用熵值法、耦合协调模型、灰色关联度模型、层次

分析法等方法进行实证分析[3][18][19]。 

综上所述，以往研究虽然成果较多，但仍存在一些不足：一是没有关于乡村振兴、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协同发展的测度指

标体系，三者相互影响的作用机理分析及实证研究尚有欠缺；二是研究尺度方面，中国幅员辽阔地区资源差异较大，生态环境和

经济发展程度差别较大，已有研究主要选取某个省份或者一个地区为例，所得结论不具有普适性；三是选取的指标不够统一和全

面，关于任意二者之间协同发展指标体系中也缺少充分反映绿色发展理念的指标，且实证方法较为单一无法突破单一方法研究

结果的局限性。因此，为弥补和完善以往研究中的不足，本文选取全国 31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的面板数据，首先构建乡村振

兴、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协同发展指标体系，其次利用熵值法计算评价指标的权重建立协同发展测度模型得到协同发展水平，

最后采取核密度估计法、马尔可夫链模型以及 Dagum 基尼系数分解法深入分析各地区三者协同发展现状，以期促进三者之间的

良性互动保持稳定发展。通过实证分析提出对不同地区采取因地制宜的相关高质量发展政策，以期提高三者协同发展水平为相

关部门制定决策提供参考依据。 

二、测度模型构建与分析方法 

参考已有文献中关于乡村振兴、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协同发展水平评价指标，根据科学性、代表性和数据易获取性原则构

建三者协同发展指标体系，具体指标选择如下。 

乡村振兴的主要目标是提高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完善农村治理体系，以期改善我国城乡二元结构问

题。结合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本文设立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和生活富裕共五个一级指

标。乡村振兴首先要解决好农业生产问题，提高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农业供给水平，保障基本民生，因此选取人均农业机械

总动力、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人均农业总产值代表农村产业发展水平；乡村振兴需要激发乡村活力，改善农村生态水平，

彰显生态优势，因此选取卫生厕所普及率和农药使用量两个指标反映生态宜居；由于农村人口居住相对分散，治理方式和治理水

平的提升是乡村振兴的保障，决定了乡村振兴的下限，而农民精神层面思想境界的发展决定了乡村振兴的上限，因此选取农村有

线广播电视用户数占家庭总户数的比重、农村广播节目综合人口覆盖率和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人文教娱乐消费支出作为乡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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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的二级指标；每万人村委会数、每万人拥有农村卫生技术人员数和农村人均受教育年限作为治理有效的二级指标；生活富裕程

度是反映乡村振兴成果最直接的方式，从农民的消费水平、出行方式以及消费用途几个方面可以反映出农民生活富裕程度，因此

在生活富裕方面选取了每百户汽车拥有量、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和农村恩格尔系数三个指标。 

新型城镇化强调以人为本，追求经济、社会、文化、环境等多方面发展目标。因此从新型城镇化的内涵出发，选取了人口、

经济、社会、空间、文化城镇化 5个一级指标。城镇化首先强调以人为本，人口从乡村转移到城镇必然带来人口数量、密度的增

加，而仅仅从身份的转变不足以体现新型城镇化的内涵，农村人口城镇化之后能否适应生活方式的转变融入现有劳动体系也相

当重要，因此人口城镇化选择了城镇人口比例、人口密度以及失业率三个指标。经济指标是反应民生最为直接也最重要的风向

标，人口城镇化也是生产要素聚集的过程，而且会推动产业结构的演化，从农业转变为工业再由工业转向第三产业[20]。因此经济

城镇化选取了人均 GDP、第二第三产业比重、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人均财政收入四个指标。此外，新型城镇化强调以人为本，而公

共服务的范围和质量与人民生活质量息息相关，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以人为本理念[21]。因此，从医疗、生

活质量、教育三个方面选取了城市每万人医疗机构床位数、燃气普及率、用水普及率和高等学校在校学生数四个指标来反映社会

城镇化水平。城镇化占用了大量耕地，而耕地是否用于改善人民生活水平或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反映了城镇化的质量，因此空间城

镇化选取了城市建成区面积、人均城市道路面积和人均公园绿地面积三个指标。城镇化不仅是指物质层面的城镇化，也注重精神

文明方面的提升，因此选取人均公共图书馆藏书、每万人在校大学生数、人均公共图书馆机构个数和人均艺术表演场馆数四个指

标用来反映文化城镇化水平。 

生态环境一级指标的选取主要参考生态环境中的“压力—状态—响应”PSR 模型。人类从农耕时代转入工业时代之后，生态

环境的主要压力就来自于工业活动，因此在生态环境压力这一指标下选取了人均废水排放量、人均 SO2排放量、人均烟尘排放量

和人均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这四个二级指标。根据 PSR 模型，生态压力现状是表征环境质量与自然资源状况的指标[22],由于生态

环境的压力主要来源于人类工业化活动，因此选取建成区绿化覆盖率和森林覆盖率两个指标。为了反映人类所采取措施改善生

态环境状况的程度，在生态环境响应层选取了城市污水处理能力、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和一般工业废物综合利用率三个指标。考虑

到政府政策导向对于生态环境水平提升的重要性，本文在 PSR 模型基础上增加了生态环境政策支撑一级指标层，根据一级指标

的定义选择了工业污染治理完成投资、治理废水项目完成投资、环境保护支出占地方财政支出比重和新增造林面积率这四个二

级指标。 

本文选择全国 31 个省市自治区为研究对象，所选数据时间范围从 2009—2019 年，其中所有指标数据全部来自《中国统计

年鉴》,各省份统计年鉴以及中经网数据库，少部分数据缺失值用插值法进行补充。 

表 1乡村振兴、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协同发展指标体系 

准则层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说明 指标方向 

乡村振兴 

产业兴旺 

人均农业机械总动力 千瓦/人 +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元/人 + 

人均农业总产值 万元/人 + 

生态宜居 

卫生厕所普及率 % + 

农药使用量 吨 — 

乡风文明 

农村有线广播电视用户数占家庭总户数的比重 % + 

农村广播节目综合人口覆盖率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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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人文教娱乐消费支出 元/人 + 

治理有效 

每万人村委会数 个 + 

每万人拥有农村卫生技术人员数 个/万人 + 

农村人均受教育年限 年 + 

生活富裕 

每百户汽车拥有量 个 + 

农村居民消费水平 元 + 

农村恩格尔系数 — — 

新型城镇化 

人口城镇化 

城镇人口比例 % + 

城市人口密度 % + 

城镇失业率 % — 

经济城镇化 

人均 GDP 元/人 + 

第二第三产业比重 % + 

人均可支配收入 元/人 + 

人均财政收入 万元/人 + 

社会城镇化 

城市每万人医疗机构床位数 张/万人 + 

燃气普及率 % + 

用水普及率 % + 

高等学校在校学生数 万人 + 

空间城镇化 

城市建成区面积 平方公里 + 

人均城市道路面积 平方米/人 +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平方米/人 + 

文化城镇化 

人均公共图书馆藏书 册/人 + 

每万人在校大学生数 人 + 

人均公共图书馆机构个数 个/万人 + 

人均艺术表演场馆数 个/万人 + 

 

续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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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则层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说明 指标方向 

生态环境 

生态环境压力 

人均废水排放量 吨/人 — 

人均 SO2排放量 吨/万人 — 

人均烟尘排放量 吨/万人 — 

人均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 吨/人 — 

生态环境状态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 + 

森林覆盖率 % + 

生态环境响应 

城市污水处理能力 万立方米/日 + 

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 + 

一般工业废物综合利用率 % + 

生态环境政策支撑 

工业污染治理完成投资 万元 + 

治理废水项目完成投资 万元 + 

环境保护支出占地方财政支出比重 % + 

新增造林面积率 % + 

 

(一)协同发展测度模型 

1.熵值法确定指标权重。 

熵值法是一种客观赋权方法，这种方法排除了人为赋权的主观因素，充分利用数据中所包含的信息量[23]。 

(1)数据无量纲化处理。 

为了使得不同口径数据之间具有可比性，消除指标数据之间的量纲差异，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计算公式如下： 

如果指标 vij为正向指标则处理公式为： 

 

如果指标 vij为负向指标，则处理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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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vij(i=1,2,3,…,n;j=1,2,3,…,m)为第 i个评价对象的第 j个指标的原始数据，xij为标准化之后的无量纲的值。 

(2)计算熵值。 

设 xij为第 i 个评价对象第 j 项指标的数据(i=1,2,3,…,n;j=1,2,…,m),yij为第 i 个评价对象中第 j 个指标所占权重大小，

ej为第 j个指标的熵值，gj为第 j个指标的变异系数，则 

 

(3)计算各指标的熵权。 

设 wj为第 j个评价指标的熵权(j=1,2,…,m),则 

 

2.协同发展测度模型。 

根据熵权法计算得到的各评价指标权重，构建乡村振兴、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协同发展测度模型如下： 

 

其中， 分别表示乡村振兴、新型城镇化和生态环

境的发展水平得分，γl、αj、βk、al、bj和 ck分别表示乡村振兴、新型城镇化和生态环境准则层下各指标的权重和标准化数据。

考虑到三者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协同发展，取协同发展权重相等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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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核密度估计法 

核密度估计是利用一个平滑的函数对样本分布数据进行拟合，进而估计出真实样本的概率分布曲线。采用核密度估计能够

通过调整带宽来改变核密度曲线，使其体现出样本数据本身的特点，避免了直方图的不连续性，具有模型依赖度小，稳定性高等

优点[24]。假设 x1,x2,…,xn为一组独立同分布的 n个样本点，则其概率密度函数为： 

 

其中 K(·)为核函数，常用的核函数有 Uniform,Triangle,Gauss,Epanechikov 等。本文选取常用的 Gauss 核函数，具体公

式如下： 

 

(三)马尔可夫链模型分析法 

事物的状态总会随着时间变化而发生变动，而马尔可夫链方法则认为事物的下一个状态之和他之前的一个状态有关，而和

其他状态无关，即马尔可夫的无后效性。马尔可夫链则主要研究无后效条件下，状态为离散状态情况下的随机转移问题
[25]
。借助

于此，我们首先将综合得分指数离散化为五种不同类型：低水平、中低水平、中等水平、中高水平、高水平。离散化时遵循等分

原则，使得每组内的个体数量都相等。首先把 t 年份协同发展水平类型的分布表示为一个 m×1 的状态向量 At,记为

At=(a1t,a2t,…,amt)。然后把剩余 n-1 年份的状态向量也表示为类似的状态向量，这样就构成了一个 m×n的状态矩阵： 

 

其中每一个元素表示某一年份某一个体所处的协同发展水平状态。定义元素bij=yijyi,其中 yij是在整个时间段中，从 t年

份状态 i转移到 t+1 年份状态 j的次数，yi表示从 t年份状态i转移到 t+1 年份其余状态的总和。由元素 bij构成的矩阵 B(s×s)称

作状态转移概率矩阵： 

 

其中 s是状态数目。由于我们把协同发展水平状态离散化为了四个类型，则 s=4。由定义可以看出，每一行向量的元素相加

结果为 1。 

(四)Dagum 基尼系数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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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gum 基尼系数分解是由 Dagum[26]于 1997 年提出的按子群分解区域间不平衡的方法。与传统的基尼系数和泰尔指数等方法

相比，在处理分区域的非均衡，以及区域间有重叠现象这种数据表现更好，更为准确[27]。本文采用Dagum基尼系数法可以有效的

衡量出地区之间发展不平等状况，而且可以将总差异分解为区域内差异，区域间差异以及超变密度三部分具体公式为： 

 

其中 j、h 代表不同区域，i、r 代表区域内的省或者直辖市，n 为省份总个数，nj、nh代表不同区域内的省份个数。yji、yhr

表示 j 或 h 区域内 i 或者 r 省份的新型城镇化，生态环境以及乡村振兴的协同发展得分，y¯表示所有省市的平均综合得分。对

整体进行基尼系数分解时，需先对各区域的综合得分按照均值大小排序，然后把总基尼系数 G分解为区域内差异对 G的贡献Gw、

区域间差异对 G 的贡献 Gnb和超变密度 Gt,即 G=Gw+Gnb+Gt。区域 j 的基尼系数 Gjj和区域内差异贡献 Gw计算可由式(13)-(14)得出；

区域 j和 h之间的基尼系数 Gjh以及贡献 Gnb可由式(15)-(16)得出，区域间超变密度 Gt由式(17)计算得出。 

 

其中 为区域 j 和 h 之间的相对影响，djh为区域间协同发展水平差值，表示区域 j、h 中所有

yji-yhr>0 的数学期望，pjh为超变一阶矩，表示区域j、h中所有 yji-yhr<0 的数学期望，计算方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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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证结果分析 

(一)协同发展水平分析 

鉴于所选数据时间跨度较大，将 2009—2019 年数据分为三个区间，2009—2012 年为第一阶段，2013—2016 年为第二阶段，

2017—2019 年为第三阶段。这样能较好的体现出协同发展水平随年份的变化趋势。分别计算三个阶段各个省市协同发展水平平

均得分，以及各时间点和时间段的全国均值。 

表 2 2009—2019 年各年及分阶段全国平均和各地区协同发展水平得分 

省

份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09-12 13-16 17-19 

北

京 

0.474

8 

0.474

6 

0.488

8 

0.544

9 

0.556

7 

0.571

5 

0.577

5 

0.628

3 

0.656

5 

0.681

9 

0.679

7 

0.495

8 

0.583

5 

0.672

7 

天

津 

0.502

9 

0.485

8 

0.471

5 

0.451

1 

0.456

5 

0.494

1 

0.528

0 

0.532

4 

0.566

3 

0.514

1 

0.639

1 

0.477

8 

0.502

7 

0.573

1 

河

北 

0.376

4 

0.368

8 

0.413

1 

0.424

5 

0.469

5 

0.521

3 

0.494

0 

0.487

3 

0.519

9 

0.529

7 

0.544

0 

0.395

7 

0.493

0 

0.531

2 

山

西 

0.409

7 

0.381

4 

0.405

7 

0.429

1 

0.470

8 

0.452

4 

0.461

4 

0.449

1 

0.505

9 

0.531

7 

0.545

5 

0.406

5 

0.458

5 

0.527

7 

内

蒙

古 

0.329

3 

0.344

0 

0.386

0 

0.385

2 

0.455

5 

0.468

5 

0.462

9 

0.463

5 

0.482

9 

0.494

7 

0.484

1 

0.361

1 

0.462

6 

0.487

2 

辽

宁 

0.362

0 

0.395

4 

0.414

2 

0.436

6 

0.464

3 

0.480

5 

0.482

4 

0.467

1 

0.472

5 

0.484

7 

0.488

3 

0.402

0 

0.473

6 

0.481

9 

吉

林 

0.311

9 

0.328

9 

0.335

4 

0.346

0 

0.367

1 

0.394

0 

0.403

6 

0.403

4 

0.403

0 

0.415

7 

0.424

9 

0.330

5 

0.392

0 

0.414

5 

黑

龙

江 

0.320

8 

0.326

3 

0.330

6 

0.335

6 

0.384

8 

0.382

0 

0.411

7 

0.410

2 

0.406

1 

0.408

6 

0.421

9 

0.328

4 

0.397

2 

0.412

2 

上

海 

0.421

6 

0.419

8 

0.425

3 

0.461

4 

0.458

2 

0.507

0 

0.519

7 

0.599

6 

0.609

8 

0.598

6 

0.598

7 

0.432

0 

0.521

1 

0.602

3 

江

苏 

0.561

3 

0.538

4 

0.574

0 

0.587

5 

0.636

1 

0.631

7 

0.681

7 

0.718

5 

0.693

4 

0.673

9 

0.722

1 

0.565

3 

0.667

0 

0.696

5 

浙

江 

0.470

7 

0.493

5 

0.523

9 

0.563

4 

0.606

3 

0.648

7 

0.672

9 

0.677

1 

0.663

2 

0.675

8 

0.715

4 

0.512

9 

0.651

2 

0.68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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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

徽 

0.298

2 

0.300

0 

0.325

5 

0.343

8 

0.422

1 

0.413

5 

0.432

2 

0.464

1 

0.461

8 

0.481

1 

0.477

1 

0.316

9 

0.433

0 

0.473

3 

福

建 

0.361

9 

0.395

2 

0.418

6 

0.460

8 

0.508

6 

0.507

4 

0.523

6 

0.490

6 

0.501

2 

0.509

7 

0.518

5 

0.409

1 

0.507

5 

0.509

8 

江

西 

0.319

0 

0.339

2 

0.354

1 

0.369

7 

0.389

9 

0.388

9 

0.420

1 

0.419

3 

0.436

8 

0.461

5 

0.487

3 

0.345

5 

0.404

6 

0.461

9 

山

东 

0.621

9 

0.614

2 

0.716

3 

0.716

6 

0.684

3 

0.728

0 

0.700

6 

0.728

8 

0.713

6 

0.713

8 

0.723

3 

0.667

2 

0.710

4 

0.716

9 

河

南 

0.432

0 

0.378

3 

0.403

6 

0.409

0 

0.455

3 

0.487

7 

0.470

9 

0.485

5 

0.493

3 

0.509

1 

0.543

0 

0.405

7 

0.474

9 

0.515

1 

湖

北 

0.389

0 

0.399

6 

0.403

2 

0.421

9 

0.441

9 

0.460

7 

0.475

8 

0.511

8 

0.499

0 

0.512

4 

0.540

3 

0.403

4 

0.472

5 

0.517

2 

湖

南 

0.346

6 

0.369

6 

0.374

8 

0.397

7 

0.412

0 

0.416

0 

0.446

3 

0.440

6 

0.442

1 

0.460

0 

0.486

3 

0.372

2 

0.428

7 

0.462

8 

广

东 

0.470

4 

0.567

9 

0.522

0 

0.543

2 

0.560

4 

0.586

9 

0.649

9 

0.611

4 

0.643

6 

0.676

0 

0.687

5 

0.525

9 

0.602

1 

0.669

0 

广

西 

0.355

5 

0.346

1 

0.337

5 

0.355

1 

0.387

6 

0.385

3 

0.402

4 

0.396

3 

0.399

6 

0.419

3 

0.431

2 

0.348

6 

0.392

9 

0.416

7 

海

南 

0.270

0 

0.279

1 

0.313

6 

0.338

3 

0.329

0 

0.335

9 

0.353

6 

0.365

7 

0.375

3 

0.397

1 

0.414

0 

0.300

2 

0.346

1 

0.395

5 

重

庆 

0.288

2 

0.354

2 

0.363

4 

0.376

9 

0.381

4 

0.383

1 

0.409

6 

0.395

4 

0.416

8 

0.449

9 

0.471

8 

0.345

7 

0.392

4 

0.446

1 

四

川 

0.301

1 

0.304

0 

0.333

8 

0.340

1 

0.346

6 

0.374

7 

0.401

5 

0.405

8 

0.427

0 

0.440

9 

0.454

4 

0.319

8 

0.382

2 

0.440

8 

贵

州 

0.200

3 

0.210

5 

0.222

6 

0.246

0 

0.293

8 

0.308

9 

0.333

7 

0.339

1 

0.409

3 

0.377

5 

0.393

3 

0.219

9 

0.318

9 

0.393

3 

云

南 

0.272

7 

0.289

7 

0.303

3 

0.350

0 

0.331

6 

0.339

9 

0.355

5 

0.350

4 

0.355

1 

0.363

0 

0.394

1 

0.303

9 

0.344

4 

0.370

7 

西

藏 

0.245

4 

0.254

3 

0.277

4 

0.361

9 

0.351

2 

0.376

3 

0.412

7 

0.389

4 

0.410

8 

0.430

8 

0.439

8 

0.284

8 

0.382

4 

0.427

1 

陕

西 

0.356

8 

0.379

7 

0.430

2 

0.432

6 

0.436

3 

0.427

0 

0.438

8 

0.422

1 

0.428

9 

0.443

0 

0.489

4 

0.399

8 

0.431

0 

0.453

8 

甘

肃 

0.250

9 

0.262

0 

0.277

1 

0.295

3 

0.307

7 

0.328

1 

0.341

7 

0.371

9 

0.363

6 

0.376

9 

0.373

3 

0.271

3 

0.337

4 

0.37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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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

海 

0.239

1 

0.237

7 

0.268

1 

0.273

5 

0.291

5 

0.302

2 

0.325

0 

0.330

3 

0.340

6 

0.366

3 

0.412

1 

0.254

6 

0.312

3 

0.373

0 

宁

夏 

0.353

8 

0.385

3 

0.368

9 

0.365

6 

0.402

2 

0.420

5 

0.393

4 

0.441

1 

0.417

9 

0.421

5 

0.440

9 

0.368

4 

0.414

3 

0.426

8 

新

疆 

0.248

8 

0.246

1 

0.273

8 

0.280

0 

0.305

2 

0.331

5 

0.331

5 

0.334

3 

0.359

7 

0.376

9 

0.375

6 

0.262

2 

0.325

6 

0.370

8 

全

国

均

值 

0.360

1 

0.370

0 

0.388

9 

0.407

9 

0.431

1 

0.446

9 

0.461

8 

0.468

7 

0.479

9 

0.490

2 

0.510

2 

0.381

7 

0.452

1 

0.493

4 

 

观察图 1可以看出，整体上来看全国各个地区的综合得分水平随着时间发展都有了不同程度的进步，而且2009—2012 年这

个阶段到 2013—2016 年这个阶段的增幅大于从 2013—2016年到 2017—2019年这个阶段的增幅。这说明自党的十八大正式提出

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这一战略以来，全国各地都加强了对乡村振兴、新型城镇化和生态环境建设的重视以及投入程度，使得各

地的综合水平上升较为明显，之后可能由于各地生态环境以及所处位置的局限性，使得综合得分水平上升速度略有降低。横向观

察比较各省市的综合得分水平可以发现各个阶段的协同发展水平均呈现出明显的区域位置差异。上海、江苏、浙江、广东、山东、

北京、天津这几个东部地区的协同发展水平均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而新疆、宁夏、青海、甘肃、云南、西藏等西部地区协同

发展水平则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处于中间水平的则是河南、湖北、湖南、陕西等中部地区。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有如下

两个，第一是我国国土面积较大，不同地区所处地理位置和资源禀赋区别较大；第二则是由于所处地理位置不同，各地经济发展

水平、高新技术发展程度不同，因此无论是在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水平、生态环境的保护程度还是乡村振兴的投入程度都有较大区

别，导致各地协同发展水平的不均衡。协同发展水平增长速度可以概括为如下两种大的类别：均匀型增长，非均匀型增长，其中

非均匀型增长又可以分为先加速后减速和先减速后加速两种类型。北京、山西、上海、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广西、海南、

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新疆为均匀型增长，天津、广东、海南、青海为先减速后加速型增长，内蒙古、辽宁、

吉林、黑龙江、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山东、西藏、宁夏为先加速后减速增长。导致出现这种不同增速区别的主要原因可能

如下：第一，各地区所采取的方法措施不同，不同的措施使得各地协同发展水平增速不一致；第二，各地区资源禀赋和重视程度

不同，我国各个地区经济发展程度由于资源禀赋，政策倾斜程度导致区位差异较大，因此每个地区的经济发展目标不一致，经济

发展水平较为发达地区追求经济高质量发展，而经济基础较弱的地区则追求经济快速增长。 

 



 

 12 

图 1 2009—2019 年分阶段全国平均及各地区协同发展水平得分 

(二)核密度分析 

为探索我国乡村振兴、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协同发展水平的动态特征，本文采取核密度分析法分析我国协同发展水平的

分布位置、形态变化、延展性和极化现象的具体特征。 

从图 2可以发现，分布曲线的中心和区间随时间推移逐渐右移，且移动幅度逐渐减小。这说明我国协同发展水平整体呈上升

态势，但上升幅度逐渐降低。整体综合水平增长后劲不足，缺乏新的增长动力。2011 年波峰大幅增长，曲线整体右移的主要原

因是政府政策执行到发挥政策成效存在时滞，2010 年全国两会强调要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注重环境保护和“均衡发展”,加

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强化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等。这些政策的提出，使得各地政府更加注重协同发展水平的提升，这一政策成效

在 2011 年得到了很好的体现。曲线波峰高度呈波动上升态势，由单波峰演变为双波峰状态，曲线拖尾现象除了在 2011 年有所

波动之外整体呈减弱态势。这一系列动态特征表明，全国范围内协同发展水平都在向均值靠拢，绝对差异逐渐下降。而且各省份

协同发展水平存在两个收敛点，围绕两个波峰分布。总的来说，随着时间推移，各地潜力已经得到了充分挖掘，受限于地区自身

局限性，协同发展水平增长速度逐渐放缓，出现一定的瓶颈。在之后巩固好现有发展水平的基础上，探索新的发展模式和方法，

是继续提高协同发展水平的一个重要方向。 

 

图 2全国协同发展水平核密度曲线 

(三)马尔可夫链模型分析 

考虑到不同地区所处地理位置、资源禀赋、经济发展程度的差异，于是本文参考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提出的八大经济区划分

法，分别进行马尔科夫链模型分析得到表格如下。 

表 3八大经济区马尔可夫转移概率矩阵 

区域 等级 低水平 中低水平 中等水平 中高水平 高水平 

北部沿海综合经济区 

低水平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中低水平 0.000 0.500 0.500 0.000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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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等水平 0.000 0.000 0.500 0.500 0.000 

中高水平 0.000 0.000 0.000 0.667 0.333 

高水平 0.000 0.000 0.000 0.042 0.958 

黄河中游综合经济区 

低水平 0.500 0.500 0.000 0.000 0.000 

中低水平 0.000 0.333 0.500 0.167 0.000 

中等水平 0.000 0.154 0.615 0.231 0.000 

中高水平 0.000 0.000 0.000 0.889 0.111 

高水平 0.000 0.000 0.000 0.000 1.000 

东北经济区 

低水平 0.750 0.250 0.000 0.000 0.000 

中低水平 0.000 0.500 0.500 0.000 0.000 

中等水平 0.000 0.000 0.900 0.100 0.000 

中高水平 0.000 0.000 0.000 1.000 0.000 

高水平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东部沿海综合经济区 

低水平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中低水平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中等水平 0.000 0.000 0.667 0.333 0.000 

中高水平 0.000 0.000 0.000 0.600 0.400 

高水平 0.000 0.000 0.000 0.000 1.000 

长江中游综合经济区 

低水平 0.667 0.167 0.167 0.000 0.000 

中低水平 0.000 0.667 0.333 0.000 0.000 

中等水平 0.000 0.000 0.643 0.357 0.000 

中高水平 0.000 0.000 0.091 0.818 0.091 

高水平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续表 3 

区域 等级 低水平 中低水平 中等水平 中高水平 高水平 

南部沿海经济区 低水平 0.833 0.167 0.000 0.000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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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低水平 0.000 0.667 0.333 0.000 0.000 

中等水平 0.000 0.000 0.000 1.000 0.000 

中高水平 0.000 0.000 0.000 0.571 0.429 

高水平 0.000 0.000 0.000 0.100 0.900 

大西南综合经济区 

低水平 0.684 0.263 0.053 0.000 0.000 

中低水平 0.100 0.650 0.250 0.000 0.000 

中等水平 0.000 0.300 0.500 0.200 0.000 

中高水平 0.000 0.000 0.000 1.000 0.000 

高水平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大西北综合经济区 

低水平 0.852 0.148 0.000 0.000 0.000 

中低水平 0.000 0.667 0.333 0.000 0.000 

中等水平 0.000 0.250 0.750 0.000 0.000 

中高水平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高水平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由表 3可知，转移概率矩阵空间差异显著，不同地区内部协同发展水平转移概率各不相同。各大经济区主对角线以下的元素

大多数都为 0,这说明协同发展水平从高水平逐渐发展为低水平的概率较小。而且主对角线元素都较大，非对角线元素较小，说

明一个区域如果在一时期处于某一发展水平，则下一时期有较大概率仍然属于这一发展水平，不同发展水平之间转移概率较小。 

北部沿海综合经济区低水平所处行和列都为 0,而东部沿海经济区中低水平所处的行和列也为 0。说明北部沿海综合经济区

各个年份协同发展水平不存在低水平这一阶段，而东部沿海经济区协同发展水平更高，各地协同发展水平处于中等及以上。两大

区域主对角线元素大于非对角线元素，说明两个地区维持现状的概率都大于向下一个更好阶段转移的概率。但东部沿海地区从

中高水平向高水平转移的概率达到了0.4,而北部沿海综合经济区这一数值为0.333;东部沿海地区高水平向高水平转移概率为1,

而北部沿海综合经济区中相应的值为 0.958。说明北部沿海地区存在从高水平向低水平转移的可能。无论是就协同发展水平高低

而言，还是就中高水平向高水平的提升以及维持高水平的协同发展水平上，东部地区的表现都优于北部综合经济区。 

对于黄河中游经济区而言，五种发展水平都有出现，说明黄河中游地区刚开始协同发展水平比较薄弱，仍在稳步发展中。而

从中低水平到中高水平的概率为 0.167,说明部分省域协同发展水平有跨级别提高的能力。但综合水平提升最迅速，跨级别提升

能力最强的地区是长江中游综合经济区，从低水平向中等水平以及从中等水平向高水平提升的概率为 0.167,0.091。在两个不同

发展水平上均展现出了跨级别提升能力。南部沿海经济区中，中等水平向中高水平发展的概率为 1,说明只要在某一时期协同发

展水平所处阶段为中等水平，则下一个阶段一定会提升为中高水平。 

大西南综合经济区和大西北综合经济区以及东北经济区里，高水平所处行和列都为 0,且三个地区维持低水平现状的概率值

分别达到了 0.684,0.852,0.750,说明这些地区的协同发展水平仍有较大提升空间，应该向高水平地区学习，挖掘地区潜力，因

地制宜找出一套适合当地的提升协同发展水平的方案。东北地区主对角线元素以下的值都为 0,大西南和大西北经济区中主对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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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以下元素最大值分别为 0.3 和 0.25。说明东北经济区中的省份都能够维持现有的协同发展水平，但大西南和大西北都出现了

不同程度的发展水平下滑。 

(四)Dagum 基尼系数分解 

为进一步揭示中国乡村振兴、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协同发展水平演变趋势及区域差异，本文采取 Dagum 基尼系数分解对

其协同发展水平进行分解与探讨，由式(12)计算得到的 2009—2019 年全国及各区域 Dagum 基尼系数如表 4所示。 

表 4 2009—2019 年全国及各地区基尼系数值 

地区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北部沿海综合经济区 0.0967 0.0961 0.1109 0.1135 0.0889 0.0812 0.0727 0.0863 0.0683 0.0770 0.0559 

东部沿海综合经济区 0.0641 0.0545 0.0651 0.0522 0.0697 0.0528 0.0577 0.0397 0.0284 0.0264 0.0404 

黄河中游综合经济区 0.0590 0.0192 0.0192 0.0245 0.0143 0.0270 0.0133 0.0281 0.0316 0.0354 0.0289 

南部沿海经济区 0.1212 0.1550 0.1108 0.1018 0.1103 0.1170 0.1293 0.1116 0.1177 0.1174 0.1125 

长江中游综合经济区 0.0554 0.0584 0.0435 0.0428 0.0249 0.0324 0.0256 0.0410 0.0280 0.0231 0.0239 

东北经济区 0.0336 0.0438 0.0516 0.0602 0.0533 0.0522 0.0405 0.0332 0.0361 0.0388 0.0332 

大西南综合经济区 0.0956 0.0914 0.0810 0.0664 0.0546 0.0437 0.0418 0.0380 0.0321 0.0463 0.0405 

大西北综合经济区 0.0702 0.0898 0.0560 0.0676 0.0645 0.0648 0.0526 0.0593 0.0435 0.0352 0.0391 

全国基尼系数 0.1491 0.1430 0.1374 0.1307 0.1257 0.1271 0.1211 0.1256 0.1190 0.1128 0.1134 

 

1.全国及各区域内部差距演变趋势分析。 

为了直观观察 2009—2019 年全国及各区域 Dagum 基尼系数变化趋势及差异，以时间为横轴、尼基系数值为纵轴作图，如图

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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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全国及各地区内部基尼系数 

由图 3可知，全国总体基尼系数呈稳步下降态势，八大经济区虽然基尼系数有所波动但整体也表现出下降态势。其中，大西

南综合经济区在区域均衡发展上表现最为突出，除了在 2018年略有波动之外，协同发展水平差距逐年降低，说明大西南地区内

部，各省协同发展水平差距逐渐缩小，趋向均衡。南部沿海经济区表现较差，其基尼系数值反复波动而且遥遥领先其他区域，对

此合理的解释是，南部沿海经济区内个别省份协同发展表现较好，拉开了和其他省份的差距，因此基尼系数值较大。而其余六大

区域波动的年份以及幅度未表现出统一的性质，各个时期不同区域内部协同发展水平差距变动有增有减，这可能的原因有两个：

一个原因是各大区域内部，由于各个省份的资源禀赋以及政策导向不同；另一个原因是各省在执行相关政策时，采取的具体措施

以及落实程度有差异。 

2.区域间差距及其演变趋势分析。 

为了深入直观分析八大区域间协同发展水平差距及演变趋势，根据式(15)计算得到各区域间的基尼系数，以时间为横轴、区

域间基尼系数为纵轴作图，见图 4所示。 

 

图 4各区域间基尼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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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 4 可知，2009—2019 年间区域之间协同发展水平差距基本均呈下降趋势，中间经历了反复上升与下降交替波动趋势。

其中，北部沿海地区和其余地区之间的差距最大，东北和其余地区之间的差距最小，可能由于区域间协同发展水平差距和区域间

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有关造成。北部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和全国大多数区域之间差距较大，而东北经济区经济发展水平

相对于前者及其余地区之间差距较为适中，因此协同发展水平差距也小于前者。地区间差距一直处于较低水平的是长江中游和

东北地区，一直处于 0.04 和 0.08 之间，但相对于 2009年来说，2019 年两个地区之间的差距还有所上升。地区间一直处于较高

水平的则是北部沿海地区和大西北经济区，以及东部沿海地区和大西北经济区，地区间差距均超过了 0.2,但 2009—2019 年期间

整体差距呈现出波动下降趋势。结合协同发展水平得分来看，大西北地区综合得分逐渐增大，这说明大西北地区作为协同发展水

平较为落后地区，近些年来开始注重综合水平的提升，协同发展建设成果逐渐体现出来，向高水平地区靠拢，正在缩小和经济水

平发达地区之间的差距。 

3.协同发展水平差距来源及其贡献率演变趋势。 

由表 5 可知，全国总体差距从 2009 年的 0.149 下降到 2019 年的 0.113,呈现逐年下降趋势。区域内差距贡献率从 6.49%降

为 2019 年的 4.97%,而区域间差距贡献率从最初的 81.59%增长到 86.98%,除 2010 年以外均超过了 80%。说明虽然全国总体差距

呈缩小趋势，主要是由于地区内部差距逐渐缩小，而地区间的差距却随着时间演变有所增长。其中，区域间差距贡献率增长最快

的年份是从 2010 年的 77.43%增长到 2011 年的 82.08%。区域内差距贡献率降低最快的年份是从 2012 年的 6.53%下降到 2013 年

的 5.88%。区域间差距逐渐缩小，说明区域内部协同发展水平趋于收敛，区域内存在“俱乐部协同”现象。 

表 5 2009—2019 年全国协同发展水平差距及其分解 

年份 总体差距 

地区内差距 地区间差距 

贡献值 贡献率% 贡献值 贡献率% 

2009 0.1491 0.0097 6.4973 0.1217 81.5974 

2010 0.1430 0.0097 6.7906 0.1107 77.4347 

2011 0.1374 0.0087 6.3395 0.1128 82.0810 

2012 0.1307 0.0085 6.5303 0.1078 82.4863 

2013 0.1257 0.0074 5.8818 0.1040 82.6894 

2014 0.1271 0.0072 5.6996 0.1057 83.1744 

2015 0.1211 0.0065 5.3848 0.1025 84.6163 

2016 0.1256 0.0069 5.4675 0.1074 85.4827 

2017 0.1190 0.0058 4.9120 0.1038 87.2476 

2018 0.1128 0.0061 5.4459 0.0962 85.2628 

2019 0.1134 0.0056 4.9770 0.0986 86.9795 

 

四、结论及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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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通过构建乡村振兴、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协同发展指标体系，采用熵权法计算指标权重建立了协同发展测度模型，得

出我国各区域在样本期内三者的协同发展水平。同时，利用核密度分析法、马尔科夫链模型和 Dagum 基尼系数对我国协同发展水

平曲线的延展性、波峰状态、分布位置、拖尾现象、区域差距及转移概率进行了深入分析。结论如下：(1)我国关于乡村振兴、

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协同发展水平整体呈现波动上升趋势，且各省市的发展状况也和整体状况近似一致，其中又以山东、广

东、浙江、江苏以及北京这几个省市的表现最为突出，远超出全国平均水平。(2)整体协同发展水平呈上升态势，但上升幅度呈

逐渐减小趋势。全国范围内协同发展水平绝对差异缩小，均逐渐收敛于平均水平。多数区域都能够较好的维持自身综合水平发展

现状，部分区域在部分年份会出现协同发展水平回落现象。(3)协同发展水平总体差距和地区内差距都表现出逐渐缩小的趋势，

但区域间差距表现出上升趋势。说明无论是高水平地区还是低水平地区，区域内部各个省市发展水平趋近于相似，存在“俱乐部

收敛”现象，但是区域间各省市协同发展水平差异呈变大趋势。 

因此，为了促进三者整体及各区域高质量协同发展，给出如下建议。(1)随着国家政策层面对乡村振兴、新型城镇化与生态

环境高质量发展的重视，各省市三者协同发展水平都有了一定程度的提升。各级政府应该深入贯彻落实中央思想，在保持好现有

发展水平的基础上稳中求进，为更好的提升发展水平打下坚实基础。积极探索新的发展提升路线，避免出现发展动力不足现象。

破除城乡二元机制，研究制定中国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体系。在乡村振兴方面，要不断增强乡村振兴内生动力，激励精英人才到

乡村创业，引导农民企业家回乡发展，强化现代乡村振兴主体性、全局性、创新性
[28]

。在新型城镇化方面，政府应制定发展战略

和发展规划，引导新型城镇化可持续发展，继续完善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的供给，加强城镇化进程中的监督管理，坚持走绿色发

展道路[29]。在生态环境建设方面，要加强环境监管力度，增加环境改善投入，以此增强生态环境的承载力。让生态环境的发展成

为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发展的重要驱动力。(2)国家应该重视区域间协同发展的公平性，避免出现两极分化的不良现象。加强

高水平区域和低水平区域的沟通学习工作，重点是缩小大西南和大西北地区与其他地区的差距。打造高水平区域样板省市，为低

水平地区提高协同发展水平提供一个可行的实例供其研究学习，拓宽不同发展水平区域之间沟通交流渠道，积极推进各部门的

协调沟通工作，推进低水平地区向高水平地区的学习进程。整合相关部门职能，扩权赋能、完善体制破除协调发展的体制障碍，

建立健全持久长效的协调发展机制。(3)我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对于不同区域要有针对性的出台不同的政策指导，避免一刀

切现象。应鼓励不同区域充分利用自身资源禀赋优势，打造差异化发展模式。依据比较优势和互利共赢原则，东部沿海地区应充

分利用自身区位优势，引进先进发展理念和先进技术，坚持走绿色发展路线，继续提升自身发展水平，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同

时加强和中西部地区的合作，推进先进生产要素和生产理念在区域间的流动。加大中西部地区扶贫力度，坚持西部大开发战略，

妥善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问题。各区域因地制宜，因时制宜，以期充分发掘地区潜力，发挥出最好效果，全面提升协同发展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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